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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的教育：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季春梅 *

［摘　要］  以“教育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视角，辗转的教育之问题的揭示及反思对教育公平的

研究有着切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异地借读现象的研究与分析，将城市借读学生的教育机会

的获得与学业水平的提高称之为“辗转的教育”，其内涵为：城市家长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所作出的辗

转的选择策略；城市家长为子女争取的辗转的向上流动的机会阶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模

糊界限。

［关键词］  教育获得；异地借读；辗转的教育

地位获得模型是美国学者布劳（Peter Blau）和邓肯（Otis Dunc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著名

理论。该理论确立了以家庭资源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以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多少来解释其子女

的教育机会获得及成就a。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提出了教育期望、家庭

结构、社会资本、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获得进行了更为综合的阐述。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异地

借读现象。即，为获得更好或更适合的升学教育机会，将学籍保留在原学校，而学生在学籍所在行政

区域外的学校就读的一种获取教育机会的现象或策略。异地借读其实有两种情形，一是，外出务工人

员子女随其父母到外地学校借读；二是城市家长送子女到县域优质学校借读。本研究只针对后者，通

过对这一现象的田野调查，以更丰富、宽广的视角对“教育获得”的过程、结果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因

素、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等进行更深刻的挖掘与分析，以此获得更为理性和独到的认识，揭示一些深

刻的矛盾和问题。

本文把城市中产阶级家庭b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城市某些中产阶层家庭在其子女因种种

原因未能在所在城市进入优质高中的情况下，利用其自身社会资源的相对优势，在城市二流、三流学

校和县城一流县中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种“辗转的教育”的成效如何，影响如何。

本文选择东部沿海某省的一所县级重点中学作为标本，该中学城市借读学生占全校人数的比例最

高时可达52.3%，颇具典型性。

* 教育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210013。

aP. M. Blau & O. D.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Free Press，1967，pp.163—205.
b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在本文中主要指家庭年收入在 20万元左右，家庭主要成员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是企业

的管理者、私营业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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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异地借读的一举双得：成“才”与成“人”

（一）  成“才”

城市借读生借读效果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是看学业成绩。本文采取量化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考量，观察点分别是：借读生考试成绩的班级排名变化、借读生及其父母对于他们高

考成绩的满意度。

1.  借读生考试成绩的班级排名变化

高中每个学期都会通过单元测试、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对学生进行不同学科、不同范围的考

察测试，以了解学生的一定时间段的学习成效。一般情况下，城市借读生刚入校时，成绩多数是很低

的。笔者主要依据该校借读生的班级考试成绩排名的变化来动态地研究其学业成绩的变化。

调查分两次进行，两次调查的时间间隔为6个月。第一次调查在该校高一、高二、高三每个年级各

三个班级中共随机选取了304位借读生作为调查对象，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借读生初入校时班

级考试成绩排名和填写调查表时的班级考试成绩排名。调查结果显示：304位借读生的平均名次呈上

升趋势，年级越低，进步幅度越小。如高一（2）班30位借读生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其平均名次上升了

4.2名。高一年级三个班级共101位借读生的平均进步名次是3.93名。高二年级共98位借读生，班级

考试成绩排名平均进步名次为10.27名。高三年级平均进步名次为14.37名（见表）。可见，随着借读

生在该中学学习时间的增长，他们的学业成绩进步幅度也随之加大。

表 借读生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变化（名）

年级 班级 班级名次变化（名） 年级平均名次变化（名）

高一
（101人）

2班（30人） 4.2

3.933班（35人） 3.9

9班（36人） 3.7

高二
（98人）

4班（33人） 9.8

10.276班（32人） 10.7

16班（33人） 10.3

高三
（105人）

3班（35人） 13.1

14.378班（36人） 14.8

13班（34人） 15.2

第二次班级排名调查以质性研究的访谈方式开展。访谈对象是选取接受过第一次调查的36位借

读生（每个年级12位）。（由于该中学各个平行班之间的平均成绩都相当，为研究方便，假定所跟踪的

高一、高二每个班的4位同学在后面所新入的班级和原来的班级总体成绩相当），访谈内容主要是借读

生谈自己在校学业水平变化。第一次访谈对象为12位刚知晓其高考成绩的高三学生。

2.  借读生及其家长对高考成绩的满意度

通过电话采访12位高三同学及其家长，笔者了解到：考上本科第一批次大学的学生有3位，本科

第二批次大学的学生有5位，本科第三批次的学生有3位，专科学校的学生有1位。在如何看待高考成

绩与自己原先的期望值这个问题时，12位中有7位表示“很满意”，1位表示“比较满意”，2位表示“还

可以”，2位表示“不行”。从表示“很满意”的同学在电话中的情绪和话语里，可以感觉到，最终的高

考成绩对有的人来说实现了预期目标，有的甚至是大大超出了预期目标。其中好几位同学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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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中学就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他们了解到，和他们原来成绩差不多却仍然留

在原城市就读的同学，很多都没有自己考的理想。一位女同学意外考上本科第二批次学校，而且和本

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只差3分。其本人及家长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按照他们原先的预测，能

够考上本科第三批次学校都未有把握。2位表示“还可以”的同学表示，“虽然考上了本三，达到了父

母的期望，但回过头想想，觉得还是可以考得更好一些的”。表示考得“不行”的同学则说，没有考好

是因为考试英语科目时，考场的听力播放器出了问题，使得最终结果并不理想，只考上S省的一所民办

本科学校。他想再复读一年，但妈妈没有同意，建议他如果实在不愿上本三学校就送他出国念本科。

A 同学的父亲说，“儿子最后的考试比本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高出了20分，实际上当初的期望只是

能够达到本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就可以。那些在省城和他儿子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没有他考得好，

要么考的是本科第二批次学校、本科第三批次学校，要么考取的学校在西部地区。”D 同学的母亲说，

“儿子考上一所师范大学的民办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不低，和他原来成绩相当的同学相比，他考

上这个学校也是不错的。”

（二）  成“人”

与成“才”相对，这些城市家庭把孩子送到学习生活条件并不太好的县城学校去借读，其实还有

另一层考虑，就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在城市和父母身边都没有的磨练。他们认为，就算孩子在学业上

没有多少提高，但如若能够在做人处事方面有进步，那也是值得的。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该中学军营般生活的磨练下，借读生们成长了。学会了不少必要的生活

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大大增强；通过自己动手劳动，体会到了父母的辛勤和付出，懂得了感恩；在集体

生活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很多学生对于农村孩子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够具有自强不息、勤奋学习、

自律自制等品行表示钦佩，也萌发了对于自身家庭的满足感、幸福感。家长对于孩子在这些方面发生

的变化十分欣慰。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教育是一种“再生产”，因为它同时生产和再生产了“统治”

集团的精神和道德品格。笔者在访谈中向家长询问是否后悔送孩子到县城学校借读时，几乎所有的家

长都明确表示“不后悔”、“很值得”。

二、 异地借读的结果分析：对农村学校教育的挤压

城市家庭将其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相对优势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优势，减少其在升学过程

中的竞争压力，或者说将部分竞争者排挤出局。并且，城市家庭凭借某些人脉、地位及经济资源价值

在县城场域中的效应，也对其子女的学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切实的帮助作用。对于每个班级中都有几

乎占一半人数的这部分特殊群体来说，这些借读生们的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学业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是对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挤压、缺失以及学业水平的下降。挤压包括“直接挤压”和“隐性

挤压”。

“直接挤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招生名额是有计划性的。在优质高中每年的招生过

程中，其计划内招生名额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择校生也是根据占计划内招生的规定百分比来

进行的。但是，借读生的招收名额数则弹性较大。其“准入”资格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学生家

庭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价值含量是关键因素。相比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往往处于劣势。第二，学

校班级人数的容量是固定的，城市借读生多了，农村学生必然少了。第三，学校的各项公共资源是

有限的。诸如各项实验设备、图书资料、文体器材等，城市借读生使用多了，农村学生的使用机会

就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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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挤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职员工的数量和精力投入。他们在承担批改作业、

课后辅导、联系家长、特殊事件处理、宿舍食堂管理等工作中，精力的投入与学生的数量明显呈正相关

关系。教师们由于种种因素，往往将更多关注给予了借读生，而且在学校相关政策的配合下，极有可

能转化为教师的一种自觉行为。由于教师对一些来借读的特殊家庭的子女的特殊期望和特殊压力，而

且这种期望和压力某种程度上在学校制度化运转中已经转化为教师的一种“自觉”行为，势必会对当

地在籍学生形成某种潜在忽略。当然，这种忽略也许并不是教师刻意造成的，可能只是因为这部分学

生在这些教师的眼里基本上已经“上道入轨”了，无需给予特别关注和投入。但是这种潜在的忽略或

者说是无意的忽略，无论如何对农村学生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隐性挤压”。二是升学决策。由于

农村学生家长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较低，一些家长会过早地劝孩子退出升学

竞争。低阶层支付教育的成本能力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他们担忧相对的机会成本太大，因此想要退

出。这种退出不是由于谁公开地设置出“触手可及”的门槛阻隔，而是在受教育权机会均等的名义下，

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而作出自愿、无奈的选择。

三、 异地借读的“辗转策略”

在从城市到县城的异地借读过程中，亦呈现了城市家庭在特定的教育时期内的教育定位、选择行

动以及教育目标的考量。

（一）  辗转的选择：从城市到县城

城市家庭面对子女代际教育水平可能下降的危机时，“为了避免永久性的劣势，个人必须学会

将自己的作为活动的中心，作为他或者她自己的自传、能力、定位和关系等方面的计划者”a。为了

孩子今后的发展，城市父母不仅要思考和制定相应计划，还要通过各种努力来面对更多的不确定

性。一旦做了选择，他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来维持他们在下一阶段教育竞争中的优势。对于城市家

庭来说，高中教育由于更加接近高考，其面对的选择往往更加艰难。选择学校需要注意风险性是

否最小化，或者在将来是否能够对风险进行最大化地控制。在关键时刻，城市家长需要能够使用

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资本来确保机会和利益。“风险越大，他们所必须做的决定和选择

就越大”b。

首先，他们会重视并听取以前曾去县城借读学生的家长信息。那些已经毕业学生的家长介绍的

借读经验，成为这些城市家长在子女就学选择时的重要依据。当然，他们也做好了有可能孩子并不适

应县城而“打道回府”的最坏打算。其次，他们会计算成本。在这些家长看来，虽然需要为孩子付出

一笔借读费用，还有去看孩子而往返于两地之间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但这与孩子在城市就读，奔波

于各类校外培训辅导机构而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不菲费用等等相比，他们仍然觉得异地就读更加划算一

些，并且这些投入可能产生的效果比在城市要大得多。第三，资源的有效性。本次调研发现，这些城

市家庭将家庭的社会资源在县城学校里能起到积极的效应。虽然入校时他们的孩子成绩落后，而且是

外地人，但在该中学内这些孩子却丝毫没有受到人为性的或者制度性的歧视。相反，他们在学习和生

活中多数被置于高度中心的位置，这与他们父母社会资源的发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种“资源相

对扩大模式”为城市家庭获取最为便利、可行的教育路径提供了操作基础。

aU.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Newbury Park，C A：Sage，1992.
bU. Beck，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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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辗转的阶梯：向上流动的机会获得

城市家庭选择异地借读给子女创造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也为改善子女的后致因素（如能力和

努力）创造了条件。公共经济学中将那些可供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消费或受益，但不需要或不能够让

这些居民按市场方式分担其费用或成本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非排他

性和非竞争性。在教育中，公共产品则是指由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国民教育，某一

个个体在接受某种教育的同时，不会妨碍其他个体也能接受同种教育，且随着接受某种教育的个体数

量的增加不会带来该教育成本的增加。作为基础教育阶段而又不属于义务教育的高中教育，具有一定

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高中教育是属于介于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就是说，

作为紧缺教育资源的准公共产品的这一性质，高中教育为城市家长利用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为子女未来

人生的向上流动阶梯打下基础而提供了可能性。

在调查中，通过对304位城市借读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家长把孩子送往县城，不仅使他

们获得了满意的教育机会，而且孩子的学业成绩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82.7%的借读生对高考成绩感

到“满意”或“还可以”。而学业的进步和提高，使他们得以进入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这种“传递性”

使升学竞争压力减轻和阶层分化提前。a因为有了良好的教育水平，以后拥有良好的职业和社会经济

地位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李煜b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的教育差异是不同的。他认为，“文革”时期由于绩效

主义选择原则的废除，文化在生产模式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机制无从发挥作用，因此，不同阶级

的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较小；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则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主导模

式是文化再生产；在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导致教育阶层

差异的主要模式是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前教育阶层差异的主要模式为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所谓利益共同体，是

指各方在理性估算的基础上，通常以默契、自发的方式形成的类似利益联盟式的行动体，而利益不同

的双方联合在一起的动力所在是互利共存。利益关联的任何一方为了谋求己方的利益，都不能不在一

定程度上顾及和保护另一方的利益。在所调查的中学场域中，政府的制度资源、学校的组织资源以及

家庭的社会资源之间进行着转换。

首先，制度资源的差异性建构。政府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和资源，并且能够减轻对教育投入

的负担，而使制度资源形成差异；其次，城市家庭为学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也为

子女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再其次，学校在获得资源的同时则为城市借读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提供了

保障、提高了学校教师的工作待遇、减轻了政府的投入压力以及扩大了学校声望。在这样的利益共同

体内，学校、政府、家庭互为主体，相互依赖，一种利益关系来自价值链之外，包括学校与政府利益共享

以及来自社会的支持；另一种利益是以学校自身价值链的利益共享，包括学校、教职员工、家庭、学生

等。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更加保障了资源在政府、学校以及家庭之间进行流动和转换，使参与资源转换

的各方各取所需，满足了各方的切身利益。

另外，根据布鲁芬纳（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学模式对社会情境的调查给笔者的启

示——在他的著作《人类生态发展》中，他区分了微系统——由家庭、教室等单元组成、中间系

统——两个微观系统之间的交叉、生态系统——那些超过了直接影响的区域、宏观系统——由更大

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组成，并将它们作为形成青年发展的层级。在所研究的这所中学，家庭与学校之

a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2年第 2期。
b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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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家庭对于学校活动的信任与参与、城市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精英选拔的意识形态

等等所构成的系统也有助于理解城市家庭子女为何能够在该中学重新获得学业的提高以及未来人

生阶梯继续向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三）  辗转的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模糊界限

这场从城市到县城的辗转过程，既呈现出了教育空间的转变、城市家庭的教育追求，同时，也如一

面透镜深刻折射出长久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讨论和争执。长久

以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农村教育落后，鼓励苦学、死读书、题海战术，是应试教育。而城市，教育理

念先进，学校条件好，能开展各种活动，是素质教育。

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常被作为“应试教育”突出代表的县中的成功却并非完全由于

“应试”的因素。考上县中的学生都是通过长期训练和逐级“优中选优”的尖子生，他们在学习方面

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勤奋与努力，可以说是造就县中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县

中拥有一批特别能吃苦、工作和生活几乎不分的教师。当然，充分保障学校的软件、硬件等设施也是

重要一条。因此，县中的校长们历来不会承认外界对他们搞“应试教育”的评价。

城市所做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吗？对于城市子女异地借读这一现象，人们还没有深入解读。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的对异地借读现象的不理解和批评实质上掩盖了城市教育的某种失败的真相。

有的城市学校认为自己实践的是“素质教育”的理念，或者对外宣传的是“素质教育”的理念，但是在

行动上却只有一部分或者很少在践行这样的理念。因此，这也是一些城市家长在为孩子奔波于各种培

训班等无效的情况下产生离开城市学校的原因之一。

这样，问题就变得清晰很多——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城市教育代表素质教育，县域的农村教育

代表应试教育，那么问题或许要容易解决得多。但是，如果城市教育有时并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而

县域农村教育也并非完全是纯粹的应试教育的时候，教育的“辗转”就此形成。也就是说，教育的目

标和模式首先均已偏离本身，即都不是一种明确的教育目标和模式，两者之间的界限甚至模糊，并从

应该追求的素质教育而转向了应试教育因素较浓的模式，在两极对立的教育模式之间发生摇摆。我国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给教育所造成的最大的现实性影响，即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在这个层

面上也可以看出，异地借读所反映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争论，绝不是单一的教育现象，而更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 辗转的教育的反思

异地借读，是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界限模糊的背景下进行的，城市家长作出的实际选择，应当

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反思的重要素材。异地借读在辗转的教育中得以实现，而在异地借读的过程中还

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进一步的研究。

（一）  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观导致教育失范

在我国，存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教育功利价值的追求。在中国，不同受教育程度的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在国人的心中，能否升入高校与个人今后是否拥有名誉、地位和金

钱密切相关，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竞争。一些家长清醒地看到，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胜，不仅不能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不能“输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有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行

为。即使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同样被注入了极强的功利性。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成绩

好的学生，教育的全部目标也就变成了量化了的升学指标，这些指标与教师、校长的福利待遇、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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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挂钩，与学校从行政部门和社会上所能争取到的资源挂钩。集中力量办好几所“窗口学校”，对当地

的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窗口学校”的存在，不仅可以用来展示教育业绩，政府甚至可以通过“窗

口学校”的发展来减少其本应有的投入和责任。可以说，当前社会、政府部门、学校、个人对教育功利

价值观的追求，已使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与扭曲。

这些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也导致了许多教育乱象。一些公办学校通过各种方式，以“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为名，以“名校办民校”、“转制学校”等方式设租寻租，从而更多地获取资源。民众为了让孩

子上好学校，只能多花钱，既无奈却又心甘情愿。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成了教育利益共同体

中的重要一方，并没有对这些办学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对教育市场的介入做出必要的限制。当

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乱收费问题、择校问题、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不均衡问题等

等，就是教育市场无序状态的一种表现。a这种无序的状态和过程是不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并且也会

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抱怨。

迪尔克姆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变中，比这种分工本身所要求的道

德基础要快，这样会使社会的某些方面受到不适当的控制，从而导致失范的发生。而默顿在他的《社

会结构与规范》中将迪尔凯姆的失范的观点演化为自己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社会失范的形成是

社会所规定的合法的奋斗目标与欲达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之间的分离。默顿

修正了迪尔凯姆的心理学假设，特别强调达到社会认可的成功目标的合法手段因阶层地位的不同而不

同，当某个阶级的人们无法用合法的手段实现成功的目标时就会产生焦虑甚至愤怒等情绪，这些情绪

会使他们有可能采用其他的手段去实现成功从而造成一种失范状态。

根据经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失范的理解和解释，我们可以判定当前的教育是一种失范的教育。

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我国当前社会，从个体、学校到政府对教育功利价值的追求已使我们的教

育目标发生了扭曲，在社会对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陷于这

种状态之中的个体和组织很容易引起行为的失范。

如何从根本上纠正这些教育失范行为呢？一些局部手段和措施当然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还

要看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公正地分配了教育的权力、利益和资源。这才是真正改

变教育失范行为的关键所在。教育资源的客观丰富程度和努力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总

之，作为教育供给和分配的主体，政府在其政策的执行和引导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能缺失，更需要坚

定地予以明确。教育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另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几十年政策

的惯性延续已经形成一定的利益格局，改变这种格局需要打破利益格局中的诸多主体的利益。为

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打破教育利益共同体中的教育不公正的樊篱、率先改变教育的急功近利现

象。尽管这一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社会的公正需要这一过程。

（二）  隐秘与公开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学的持久性研究主题，尤其是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和讨论。bc在现实生活中，不管相关政策如何变化，大部分城市家庭尤其是中上层家庭在资源的竞

争中占得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体现在异地借读这一过程中，就是城市家庭通过理性选择和资源转

换的方式为其子女获得教育机会，并且帮助其获得学业的提高，为孩子未来的阶层上升打下了基础。

这些机会和学业结果正是以通过挤占当地学生本来就很有限的教育机会和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然

a劳凯声：《教育的限度及可能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1 期。
b刘浩：《谁获得了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 8期。
c肖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教育学术月刊》，201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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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异地借读这一现象自199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亦说明其一定的隐秘性。

作为属于国家负责买单的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教育体系，我国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分配存

在“双重两元格局”a，即普通高中的城乡二元和重点与非重点二元并存的格局。普通高中资源配置在

城乡方面体现着强烈的城市中心取向，且这种取向一直存在。在重点、非重点方面，重点中学的制度

对高中教育资源的分配也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高中教育资源既需要一定的选择和收

费，但又不能容许太多的市场取向，其资源分配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高等教育的特殊功能，国家对其

关注度更高，管理控制更具体。这就意味着在受到外界权力影响的空间方面，高中比高校要大，资源

在高中的运作比在大学要简单，付出的代价要小，相对容易被忽视。从这个层面来说，异地借读得以

形成、存在、发展的“隐秘”机制正在于此。

其次，接受城市异地借读生的学校校长、教师、当地政府、百姓，并没有感受到教育不公平现象正

在发生。他们看到的是，城市学生的到来，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学校越来越响的声

望。因此，整个县城都在为借读生的到来感到荣耀。就连当地学生本人也没有警醒到这些城市学生实

则是来挤占他们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的。

异地借读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已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它有着更具体的现实和人道意

义。应当进一步通过一些具体的教育机制的改革、利益关系的梳理，从而对教育不平等进行更为具体

而全面、生动而理性的思考和政策调整。

  （责任编辑：蒋永华）

To-and-fro Education：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JI Chun-mei

Abstract：It is essential to the studies on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equality to investigate and reflect on the 
issue of the so-called “to-and-fro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the factors involved therein.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concerning 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we 
term it “to-and-fro education” the fact that the students from big cities temporarily transfer to schools in small 
cities or towns to improve their test scores. The causes for the to-and-fro education are mainly as follows：

parents in the cities have greater access to resources so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make such choices；urban parents 
try to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education；the boundary between quality education and 
test-oriented education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Key words：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to-and-fro education

a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56页。


